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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历快速发展的10年之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正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需要通过专业
关系的建立推进专业服务；另一方面在生活场景中又无法摆脱朋友关系的影响，导致
“双重关系”成为专业化发展的瓶颈。通过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历史回顾和知识
观考察发现：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经历了明确清晰的个案工作专业关系期、含混
不清的“双重关系”期以及朋友式的专业关系期3个阶段，同样也面临“双重关系”的挑
战；西方社会工作“双重关系”的处理，以明确的专业身份和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为前
提，以专业关系为主导，依据实证理性的“专家”知识观；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既缺乏明确
的专业身份，也缺乏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需要以朋友关系为主导，采取场景实践的
知识观。研究结果将有利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明确自身的专业处境和未来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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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任何职业都有它的专业关系要求，以便指导和
规范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社会工作也不例外，作
为一种职业在服务中也需要建立专业关系。不同的
是，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的职业，目的是增进个人
的福祉和社会的公正，专业关系的好坏将直接影响
服务的开展和服务的成效，因而专业关系一直受到
社会工作者的关注，称为社会工作的“灵魂” [ 1 ]。
有学者甚至把人际关系作为社会工作的核心，强调
社会工作需要重新回归社会关系这一幸福感产生
的本源。[2]180但是，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环境中开展专
业服务的职业，时刻都能够察觉到专业关系与朋友
关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双重关系”成为无法回避
的伦理难题 [3]，尤其在一些需要长期陪伴的服务
中，情况更是如此。[4]到目前为止，如何处理“双重
关系”仍是众说纷纭。
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社会工作进入
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的关键期，如何保持良好的
专业关系已成为需要面对的难题[5-7]，它不仅直接
影响我国社会工作的进程[8]，而且也直接关乎我国
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路径和方向的选
择[9]。因此，本文将围绕社会工作服务中的专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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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朋友关系这一“双重关系”进行探索，从历史视
角出发考察西方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双重关系”的
演变历程以及处理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其
背后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社会工作的知识观进行讨
论和分析，以便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路径和方向的
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
虽然有关社会工作服务中的“双重关系”的讨
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是实际上，早
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专门针对社会工作的专
业关系开始探究。由于当时西方社会经历了经济大
萧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之后，社会
工作开始转向人际关系的处理，关系在专业服务中
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最早提及服务中人际关系
的是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W. Odum)，她在
1926年提出，社会工作是帮助人们“在迷失的人际
关系中寻找、恢复和发展的过程”[10]。而另一位学者
弗兰克•布鲁诺(Frank Bruno)则更明确地指出，“修
复那些遭受破裂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工作唯一的治
疗手段”[11]。这样，“社会工作处理的就不是社会环
境或者人的性格，而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它的
目标也不是改变社会结构或者个人的人格，而是随
着服务的推进，让人们能够发现、维持和使用建设
性的人际关系”。[12]
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深入和专业知识的
积累，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逐渐
成型。[13]专业关系作为专业成熟的标志之一，受到
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普尔曼(Helen Harris Perl-
man)在1957年出版的《个案社会工作：解决问题
的过程》一书中专门列出一章就个案工作的专业
关系开展讨论，认为良好的专业关系具有多种治疗
的功能，是服务对象成长改变不可缺少的条件。[14]
有的学者甚至直接指出，正是因为专业关系在社会
工作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与社会工作专业知
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动态关联，使得社会工作
有别于其他职业，良好的专业关系对于社会工作者
来说，不仅是有益的，而且还是必需的。[1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有关社会工作专业关
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个案工作领域，通常认为良好
的个案工作关系可以促使服务对象在服务中感受
到温暖、体验和建立新的建设性的关系、承担个人
的责任、认同周围他人、接纳相互之间的差异、促进
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化。[16]就个案工作专业关系的要
素而言，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认为是6个，
即服务对象自决、态度友善、非评判、适当的情绪介
入、促进服务对象的成长和保密[17]；有的则强调是
7个，即个别化、有目的的情感表达、适当的情感介
入、接纳、非评判的态度、服务对象自决和保密。[15]23-120
但是他们都认同，良好的个案工作关系至少表现为
3个方面：服务对象的自决；社会工作者的接纳、不
批判态度和适当的情感介入；保密。
显然，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有其自己的独特
要求，“不同于自由自在互相享受的朋友关系，为了
提高服务对象的生活福祉，社会工作者应该有意识
地主动将专业关系当作服务的桥梁”[18]。因此，个案
工作中的专业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职业关系，
比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关系更具有控制性和目的
性”[19]。除了控制性和目的性之外，有学者指出，个
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还需要“将服务对象的需求和
福祉考虑在内”。[17]16这样，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
也就具有了助人的特点。实际上，这种助人的专业
关系不仅能够更好地“帮助服务对象调整自己与周
围他人的关系”[15]12，而且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工
作者的自我反思以及对专业关系的警觉”，避免专
业关系中的权力失衡和歧视现象的存在[20]。
仔细分析个案工作中的这种专业关系就会发
现，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理性把控关系的能力；
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注重情感交流的朋
友关系正好相反，要求社会工作者时刻警觉自己与
服务对象的交流，保持适当的交往距离；既能够采
取不批判的态度，接纳服务对象，也能够遵守保密
的原则，促进服务对象的自决。至于适当的情感介
入，也只是为了让服务对象信任社会工作者。由此
可见，在个案工作看来，专业关系与日常生活的朋
友关系根本不同，社会工作者需要从日常生活中的
朋友关系中抽离出来，与服务对象保持可以理性把
握的清晰的交往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个案工作中的这种专业关系之
所以能够存在，与社会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机
构服务的方式是分不开的。[21]30正是在这种机构服
务方式中，服务对象才能够从日常生活中走出来主
动来到服务机构寻求帮助，与社会工作者形成一对
一的专业关系，而此时社会工作者也只关注服务对
象在机构场景中提出的服务需求。[22]
三、“双重关系”中的专业关系
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区工作开始受到社会工
作者的青睐。一方面因受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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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人们逐渐相信，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
的；[21]39另一方面在西方政府的倡导下，社区工作逐
渐推广开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府开始大
幅度消减福利服务的经费开支，这迫使社会工作者
走向社区，学习挖掘社区的资源。[2]83-87社区工作不
仅涉及的利益群体比较多样，而且服务形式也更加
丰富。如何加强社区弱势人群的非正式支持网络、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的资源以及如何协助社
区弱势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做好早期预防，就成为社
会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难题。[23-25]此时的社会工作者
已经从关注个人和家庭转向社区，必然需要面对社
区弱势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复杂的人际张力，而
要在此时保持像个案工作中那样的清晰明确的专
业关系界限，显然是很难做到的。正是因为如此，这
一阶段出现了大量有关专业关系界定中的矛盾困
惑的讨论，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成为社会工作
者讨论的焦点。
所谓“双重关系”是指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
象保持专业关系的同时，还与服务对象建立了商业
伙伴、雇佣、朋友或者性伴侣等专业之外的关系。[26-27]
这种“双重关系”会破坏服务对象的自决权，削弱社
会工作者的专业地位，[28-30]甚至还可能出现借助专
业关系谋取个人私利的不当行为。[31]因此，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通常被认为是有害的，
需要加以制止。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在2018
年制定的“道德守则”标准中就对如何处理“双重关
系”做了明确规定：“由于存在对服务对象进行剥削
和其他潜在危害的风险，社会工作者不应与服务对
象或者之前的服务对象建立双重或者多重关系。在
双重或者多重关系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
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服务对象，并且需要负责设定清
晰、适当和具有文化敏感的交往界限。”[3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专业服务中涉及与
性有关联的双重关系已经得到共识，认为是不合适
的，[26,33-34]但是就其他的“双重关系”而言，并没有取
得一致的看法，有的相信这是不道德的，需要避
免；[26,35-36]有的却强调这种“双重关系”是无法避免
的，如果一味地禁止，只会适得其反；[37-39]甚至有的
声称这种“双重关系”是社会工作所特有的，反映的
恰恰是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的基本服务原
则。[40-42]
显然，在社区工作中，要划清专业关系与朋友
关系的界限并不容易，因为社会工作者需要走到服
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特别是在
农村或者偏远的社区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时，情
况更是如此，社会工作者根本无法从熟人的关系中
抽离出来。[36,41]实际上，农村社区的社会工作者经
常需要参与社区的各种其他社会活动，加入社区中
的其他社会组织。[29,43]同样，在宗教氛围比较浓厚
的社区环境中社会工作者也始终需要与服务对象
保持“双重关系”，甚至有些时候，对于专业服务的
推进而言，朋友关系比专业关系还要重要。[26,44]
随着专业关系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逐渐发现，
划清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界限实际上并不一定
有利于专业服务的开展，在社区工作场景中社会工作
的专业服务根本无法撇开朋友关系来开展。[43,45]因
此，过分强调专业关系的清晰界限，只会增加社会
工作的难度，给社会工作者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
响，使社会工作者在成功借助朋友关系帮助服务对
象解决问题之后，仍会感到来自专业服务方面的压
力、担心和内疚。[46-48]此外，也有些学者直接从实务
层面寻找更灵活有效的应对方法，他们关注社会工
作者如何与服务对象家庭成员交往、如何呈现自己
的会心微笑和手势以及如何参加社区的婚丧嫁娶
等。[49-50]有的学者则强调，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并
不是对立的，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遵守一种潜
在的互惠原则。[51]
西方社会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遭遇的“双
重关系”的冲突，反映了专业服务从机构走向社区
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需要走进服务对
象的日常生活中，与服务对象建立起信任的朋友关
系，在了解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需求基础上开展专
业服务；另一方面又需要与服务对象保持一定的交
往距离，维护专业服务所需要的专业关系。由于西
方社会工作是从机构延伸到社区的，因此，专业关
系的建立和维持就成了专业服务的主线，而朋友关
系只是专业关系实现的辅助手段。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在社区中开展专业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不仅具
有专业身份，而且同时也拥有相对完备的专业服务
系统作为专业服务开展的支撑。
四、朋友式的专业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开始推崇多
元福利服务制度，走多方参与的“第三条道路”，社
会工作专业服务也因此出现了综合的趋势，除了机
构服务走向社区之外，社区服务也不断被引入到机
构中，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出现了双向流动，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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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更有弹性。[2]83-87一项有
关2003年至2008年英国社会工作伦理投诉的调查
显示，40%的行为纠纷涉及到社会工作者的“不恰
当关系”。[52]显然，原有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界限
迫切需要修正，因为任何有效的关系往往都需要具
有友谊的品质，绝不是“非黑即白”。[48,53]
这种“非黑即白”的专业关系不仅受到社会工
作实践者的质疑，同时也面临来自社会工作理论界
的批评，那些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工作
学者把服务对象视为服务对象自己生活的“专家”，
强调服务对象的主动参与是服务对象创造自身成
长改变不可缺少的环节。[54-55]这样，服务对象在整
个服务过程中的自主性、参与度和尊严水平等，就
成为促进个人成长改变的必要条件，专业关系变得
更加人性化，常常与朋友关系融合在一起，无法截
然分隔开来。[56-57]有的学者称这种新型的专业关系
为“平等的”职业化。[52]
徐明心等人提出，社会工作不同于其他助人的
专业，社会交往能力是其核心的技能，通过这项技
能的使用社会工作者才能与服务对象建立起必要
的信任关系，开展专业的服务。他们强调，这种信任
的关系包含许多友善、亲密等类似朋友式的友谊特
质，而这些特质是成功干预的基础。因此，他们提倡
社会工作者使用一种具有参与性、包容性和反思性
的方式来创造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的边界；同时，
社会工作者始终需要保持对专业角色的警觉意识
以及对个人行为的适当限制，在专业服务过程中巧
妙呈现“专业距离”。[58]当然，在以关系为导向的中
国文化背景中，专业关系的边界就更为复杂和模
糊，社会工作者除了需要与服务对象建立这种复杂
的专业关系外，同时还需要与服务对象的亲属以及
服务的社区建立这样的复杂的专业关系。[59]
显然，运用单一、标准的方法应对这样复杂的
专业关系是很难做到的。有学者直接放弃“非此即
彼”的二分法原则，将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比作是
“有弹性的橡皮圈”，强调社会工作者需要在专业服
务中根据具体的情况调整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的
界限，而无法预先给定一个明确的标准。这个“有弹
性的橡皮圈”一头是“客观的专家”，另一头是“有用的
朋友”，而大多数的专业关系则处于两者之间。[56]
因此，有学者呼吁在社区的场景服务中把朋友式的
友谊直接作为专业关系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当作专
业关系的另一面。[60]也就是说，在社区的场景服务
中社会工作者需要一种朋友式的专业关系，而这种
专业关系往往通过与服务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长
期互动来实现。[61]正是借助这种朋友式的专业关
系，不仅服务对象能够获得成长的空间[62]，而且提
供服务的专业人士也能够取得最大化的服务成效[4]。
尽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工作“双重
关系”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不仅专业关系影响着
朋友关系，朋友关系也在影响着专业关系。那种“非
黑即白”的专业关系界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人们
越来越转向弹性的处理方式，让社会工作者能够结
合具体场景的要求，将专业关系与朋友关系融合在
一起，避免因过分关注专业关系而导致损害服务对
象的利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一阶段的
“双重关系”是一种朋友式的专业关系，专业关系与
朋友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但是实际上专业关系仍然
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交往中起着主导的作
用，整个服务的目标也是借助专业关系帮助服务对
象解决面临的问题。
五、中西“双重关系”内涵的比较
从历史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可以发现，西方社会
工作的“双重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
60年代之前的明确清晰的个案工作的专业关系发
展出社区服务中的含混不清的“双重关系”，再从这
种含混不清的“双重关系”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
代之后的弹性处理的朋友式的专业关系。显然，西
方专业关系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从机构服务到社区
服务再到综合服务的路径，这样的发展路径使得西
方社会工作发展出一种以机构服务为基础、能够同
时覆盖机构服务和社区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
尽管从形式上看，目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遭遇
的含混不清的“双重关系”与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
方社会工作在社区开展专业服务的遭遇相似，但是
实际上两者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
是在社区自然场景中开始专业服务的试点和探索
的，这也意味着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将从社区服务中
延伸出机构服务，然后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综合服
务，让服务能够同时覆盖社区服务和机构服务。由
此可见，目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遭遇的“双重关系”
是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场景中开展专业服务，并由此
发展出机构服务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它不仅与社区
场景服务相关联，而且也与之后需要发展的机构
服务相联系。因此，如何在社区场景服务的“双重
关系”中发展出专业服务就成了社会工作者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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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仔细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看
到，西方社会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已
经建立起专业化的个案工作，其中包括标准化的专
业关系。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西方社会工作者不
仅具有稳定的专业身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且
也初步拥有了专业化的服务系统，形成不同类型的
服务系列。因此，西方社会工作者在进入社区开展
专业服务时的状况与中国社会工作者是不同的，两
者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社会工作者既没有明确的专
业身份，社会的知晓度很低，也没有相对完善的服
务系统，很难实现服务的转介。对西方社会工作者
而言，他们在社区服务中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专业
服务延伸到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而对中国社会
工作者而言，他们在社区服务中的主要任务是如何
在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专业服务。
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与中
国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对于
西方社会工作来说，专业关系是主导，朋友关系是
辅助，服务的目的是借助朋友关系维持专业关系，
从而实现专业服务。中国社会工作就不同了，朋友
关系是主导，专业关系是辅助，服务的目的是通过
专业关系融入朋友关系，从而帮助服务对象有效解
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显然，西方社会工作是
以专业关系为主轴来定位朋友关系的，专业关系是
专业服务开展的基础。而中国社会工作正好相反，
它是以朋友关系为主轴来定位专业关系的，专业关
系依赖实际服务成效的实现。
总之，中西方“双重关系”的内涵存在明显的差
别，这与中西方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密切
的关系，这种差别也意味着中西方社会工作的路径
选择和方向选择也将有所不同，它们背后有着各自
不同的知识观作为选择的支撑。
六、中西专业关系的知识观分析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要求社会工作者与
服务对象保持适度的“专业距离”，它明显受到医学
模式的影响，追求一种科学实证理性，强调专业权
威[58]。尽管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工作开始
关注朋友关系的重要性，甚至称专业关系是一种朋
友式的专业关系，但是它仍旧认为，专业关系注重
客观性和技术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关系。
一旦两者混淆，就可能妨碍服务对象的成长改变。[49]
这种专业关系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相信人
们的行为可以被客观地观察、分析和研究，从而能
够从中概括出客观的行为规律，不受个人的主观爱
好和偏见的影响，而专业关系也就因此拥有了保持
价值中立的“专业距离”的要求。[56]
显然，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是以实证理性
为基础的。它推崇的是一种抽离具体场景和时间的
普遍化、规律化的知识，假设现象背后存在事物的
本质，通过对事物本质的了解，就能够把握事物变
化的规律。这是一种专业知识，不同于生活经验，存
在于日常生活经验之外，依赖这一领域专家的科学
研究和知识积累。[63]33而这种专业知识只有借助专
业的关系，才能将社会工作者拥有的专业知识输入
给服务对象，协助服务对象解决面临的问题。[55]41这
样，专业身份和专业服务系统就成了这种专业关系
能否建立和维持的基础。一旦社会工作者失去了专
业身份和专业服务系统的依托，也就意味着他们无
法与服务对象建立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专业关
系，专业服务也就根本无法实现。[64]
实际上，这种追求普遍化、规律化的实证理性
的知识，本身就遭受很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65]特
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和
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社会工作领域也开始反思
实证理性知识存在的困境。[66]对于社会工作来说，
这种知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服
务对象日常生活经验的忽视。一旦社会工作者追求
抽离生活场景的普遍化知识，就会忽视服务对象自
身拥有的日常生活经验的知识，看不到这些知识对
于服务对象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重要性。[67]第二，
对专业关系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忽视。尽管社会工
作者可以运用很多种办法让服务对象参与服务过
程，与自己进行平等的对话，将朋友关系与专业关
系融合在一起，但是实际上，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
象就是存在权力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社会
服务机制的结构决定的。如果看不到专业关系背后
的社会结构，就会陷入表面平等的“公平陷阱”中。[68]
第三，对服务对象自决能力的忽视。这种实证理性
的知识只注重专家的经验，要求服务对象按照“科
学”的专业标准采取行动，忽视服务对象对自己生
活的自决能力，根本无法实现社会工作的“助人自
助”的目标。[55]55有学者声称，这种实证理性知识的
根本假设，是认为任何事物背后都存在本质。[69]
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有
学者开始认识到事物背后未必存在本质，知识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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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建构的过程，要求建立一种以日常生活为本的知
识。[70]这种知识注重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并
且以此为基础探究社会结构的影响，将个人的成长
与社会的改变紧密结合起来。[63]29这种知识也注重
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通过
对话交流让服务对象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处境，认
识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当然，这样的认识是
需要借助服务对象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能力才能实
现的。因为只有当服务对象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场景
中，通过对自己日常生活经验的反思以及相关联的
权力运行机制的分析，才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生
活提出的挑战。[63]41显然，这种知识与实证理性根本
不同，是融入具体场景的特定时间和场域中体验和
把握生活变化规律的知识，是一种场景实践的知
识。[63]40
仔细观察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服务就会发现，
目前我国本土的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服务中既缺乏
专业身份，也缺乏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作为支持，
很容易把这样的处境理解成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作
专业化发展的初期，也就自然按照西方社会工作所
要求的标准处理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实际
上，西方专业关系的处理依据的是实证理性的知识
观，需要以专业身份和专业服务系统为基础，而中
国本土社会工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使社会工作
者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依照西方社会工作
的实证理性的专业标准做不出来；另一方面依照服
务对象日常生活经验开展的服务又看不到专业性。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需要选择另一种
知识观，即场景实践的知识，深入到服务对象的日
常生活场景中，以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为核心
来处理专业服务中的“双重关系”，借助日常生活中
专业关系的建立，在日常生活场景的实践中带动服
务对象应对日常生活挑战能力的提升。
七、总结
通过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发展历程的
历史回顾可以发现，专业关系从西方社会工作产生
之初就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主题。尽管在开始阶段
专业关系主要表现为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关系的建
立和维护，它与人们的日常朋友关系有着清晰的分
界线，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社会工作者走进服
务对象生活的社区开展专业服务时，朋友关系就成
为专业关系建立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是在一些关
系比较紧密的农村社区或者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
熟人社区，情况尤其如此，使得专业服务中的“双重
关系”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成为社会工作无法回
避的难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多元福利
服务的推进和综合服务的实施，“双重关系”的边界
变得更加模糊，“非此即彼”的专业关系的二分原则
已经无法适应专业服务的要求，将专业关系与朋友
关系融合在一起，采取朋友式的专业关系方式弹性
处理具体场景中的专业服务要求成为西方社会工
作的基本共识。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经历了一
个从机构的个案服务到社区服务再到综合服务的
历程。尽管他们在社区服务中面临的“双重关系”与
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相似，但是两种的内涵却有本质
的差别。西方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的处理是以社
会工作者的明确专业身份和完善的专业服务系统
为前提的，依据的是抽离日常生活经验的实证理性
的“专家”的知识观。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就不同
了，社会工作者既没有明确的专业身份，也缺乏完
善的专业服务系统作为支持。因此，中国本土社会
工作需要选择场景实践的知识观来处理专业服务
中的“双重关系”，借助日常生活中专业关系的建立
和维持，围绕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经验，推动服务
对象应对日常生活挑战能力的提升，走一种从社区
场景的服务到机构服务再到综合服务的自己的专
业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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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or Friendship: A Research of Knowledge View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ONG Min1, XIN Junqing1, LUO Chengjun2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2. Shenzhen Nanshan Hospital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With a decade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re are still arduous challenges in social work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it is indispensable to promote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On the other hand, “dual relationship” gradually becomes the bottleneck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social work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rid of friend-like relationship in the practice contex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in western
social work, found that: first, there are three ph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in western
social work, including the clear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period of casework, the ambiguous dual relationship
period and the friend-like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period. Meanwhile, they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dual
relationship; second, with clea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sound developed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the
handle of “dual relationship” in the west is guided by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and based on the “expert”
knowledge view of positivism and rationalism. Third, lacking clea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sound developed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Chinese local social work requires a friend-oriente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knowledge view of context practice.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would help Chinese local social workers to
identify themselves on their professional situation and clear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dual relationship;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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